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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排放水平，能够更直接反映区域经济活动的碳

依赖程度。分析发现，宁夏、内蒙古和山西碳—值

比长期高于流域平均水平，表明这些地区单位经济

产出所对应的隐含碳排放显著偏高。这类区域在黄

河流域中属于典型的高碳排放与资源型经济集聚

区，相较之下，其他省份碳—值比相对较低，体现

出一定的低碳发展优势。从时间演变来看，2012—
2020 年各省份碳—值比均呈持续下降趋势，反映出

区域整体碳利用效率不断提升。这一变化与前文隐

含碳与增加值的流动特征相一致，说明在经济增长

与结构调整、能源效率提升及低碳政策推进的共同

作用下，黄河流域整体正呈现出由高碳依赖向相对

低碳、高效发展的转型趋势，但区域间以能源型省

份为代表的高碳锁定格局仍然存在。

总体而言，黄河流域隐含碳流动与增加值流动

在空间上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在质量上存在严重失

衡。山西、内蒙古等上游省份长期扮演环境贡献者

角色，而河南、陕西则在产业承接中面临隐含碳流

入带来的减排压力。未来应建立基于碳—值比的生

态补偿机制，由高值收益区对高碳输出区进行技术

援助或资金补偿，以实现全流域的低碳协同发展。

2.4 黄河流域内隐含碳和增加值转移驱动因素

基于 SDA-LMID 法的分解方法，本文从碳系

数、直接消耗系数、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

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存货增加 7 个

层面对黄河流域省际碳排放转移变化进行分解，分

别代表产业低碳化绿色进步、投入产出变化和区域

图 6 2012—2020 年黄河流域增加值排放转移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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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体（农村、城镇、政府、投资和企业）消费

总额对隐含碳的变化贡献程度。同理，在增加值转

移分解中，可将碳系数替换为增加值系数，以反映

各部门单位投入所创造的附加值，其余分解因素保

持一致。

表 1 表明，黄河流域 2012—2020 年的 3 个时

间段中，无论流向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隐含碳

流动的增长主要由消费需求扩张驱动，其中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贡献最大。2017—2020 年，隐含碳

增长进一步受到直接消耗系数上升的推动。总体

来看，黄河流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与产业投资需求旺盛，进而带动高碳能源与

原材料消耗增加，促进隐含碳随产品流动规模扩

大。碳流动减少的抑制因素在 3 个时间段呈现明显

变化；2012—2015 年，主要源于碳系数的降低，这

与同期各地启动高耗能行业能效管控及清洁能源替

代试点相关；2015—2017 年，流域内资源利用效

率提高，绿色发展成效显现，导致直接消耗系数下

降；2017—2020 年，隐含碳下降，主要源于能源

结构优化与能效提升带来的碳系数下降，据统计到 
2020 年黄河流域新能源发电量全国占比约为 26%。

具体到流域内的变化，2017—2020 年，中游流向下

游的隐含碳大幅下降，主要基于产业转移放缓与回

流、能源结构清洁化及环保政策趋严的共同作用；

表 1 2012—2020 年流域间碳转移变化驱动因素

时间 驱动因素
碳排放变化 /万吨

上游→下游 下游→上游 上游→中游 中游→上游 中游→下游 下游→中游

2012―2015年

碳系数 -4.96 -3.2 -2.11 0.54 0.27 -3.29

直接消耗系数 -1.11 2.65 0.69 -0.72 -6.16 0.14

农村居民消费 0.50 0.17 0.15 0.07 0.33 0.14

城镇居民消费 1.20 0.3 0.41 0.12 0.79 0.39

政府消费 0.56 0.19 0.29 0.08 0.41 0.25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6.50 2.14 2.28 0.90 4.24 1.92

存货增加 0.2 0.04 0.01 0.01 0.14 0.04

合计 2.88 2.29 1.71 0.99 0.01 -0.40

2015―2017年

碳系数 4.14 1.13 3.35 0.20 1.50 1.50

直接消耗系数 -9.05 -3.65 -3.00 -1.08 -4.52 -1.24

农村居民消费 0.43 0.32 0.20 0.22 0.28 0.11

城镇居民消费 1.41 0.68 0.75 0.45 0.87 0.42

政府消费 0.18 0.34 0.24 0.19 0.09 0.1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0.85 1.73 1.92 1.05 0.56 1.81

存货增加 0.06 -0.08 -0.14 -0.06 0.08 -0.07

合计 -1.97 0.48 3.33 0.98 -1.14 2.66

2017―2020年

碳系数 -10.9 -2.99 -6.55 -5.03 -2.96 -8.99

直接消耗系数 27 5.54 9.67 15.61 -2.38 22.61

农村居民消费 -0.44 -0.32 0.02 -0.24 -0.26 -0.17

城镇居民消费 1.43 0.41 0.97 0.39 -0.01 0.80

政府消费 1.47 0.24 0.56 0.20 0.40 0.9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92 -0.86 -1.58 -0.53 -0.80 -0.86

存货增加 -0.24 -0.04 -0.15 -0.03 -0.11 -0.12

合计 16.41 1.98 2.94 10.37 -6.12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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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到下游的隐含碳流动增加了 41.56%，主要源

于资源型上游地区生产扩张与下游需求增长叠加产

业分工强化，推动高碳中间品跨区域输出增加。上

游到中游隐含碳增长率从 2012—2015 年的 15.83%

升至 2015—2017 年的 40.95%，核心驱动同样是碳

系数增长，这反映出中游对上游能源与原材料的需

求变大，且上游生产环节的低碳转型相对滞后。

表 2 揭示了 2012—2020 年的三个时间段中黄

河流域区域间增加值转移的驱动因素分解结果。

整体来看，各阶段增加值增长的主导因素存在差

异：2012—2015 年受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驱动，

2015—2017 年由政府消费驱动，到 2017—2020 年

转变为增加值系数驱动，这与流域内城镇化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投资扩张密切相关。在抑制因

素方面，2012—2015 年主要是增加值系数的下降，

此时的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主要为高耗能、低附加

值；2015—2020 年则转变为直接消耗系数的下降，

这段时间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使生产对中间投

入的依赖度降低，资源利用效率虽有所提升但还未

及时转化为增加值的有效增长。2017—2020 年中游

到下游的增加值变动最大（519.60%），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占比最大，这是因为政府直接拉动高附加值

产业的需求，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造附加值。

中游流向上游的增加值由 2012—2015 年的 41.01%

连续增长到 2017—2020 年的 96.26%，主要是因为

增加值系数的上升。综合来看，2012—2020 年，直

表 2 2012—2020 年流域间增加值转移变化驱动因素

时间 驱动因素
增加值变化 /亿元

上游→下游 下游→上游 上游→中游 中游→上游 中游→下游 下游→中游

2012―2015年

增加值系数 -48.55 -73.53 -22.61 -5.04 -76.04 -34.34

直接消耗系数 -116.61 182.98 14.70 35.54 -118.04 105.67

农村居民消费 17.05 10.54 3.27 3.28 14.63 7.43

城镇居民消费 41.58 19.40 10.07 6.10 35.74 22.39

政府消费 15.85 11.26 5.77 3.39 12.96 13.74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30.19 81.88 37.85 28.17 124.01 74.46

存货增加 0.80 3.04 -0.05 0.86 3.34 2.23

合计 40.31 235.56 48.99 72.30 -3.39 191.58

2015―2017年

增加值系数 81.84 103.52 43.19 28.62 19.46 102.24

直接消耗系数 -84.94 -93.69 138.56 -12.21 150.82 -55.25

农村居民消费 18.04 25.07 8.01 13.09 24.58 7.95

城镇居民消费 42.92 52.21 27.03 25.06 53.37 29.00

政府消费 9.29 27.45 4.28 9.95 7.71 6.5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0.09 85.00 37.30 38.52 27.18 84.95

存货增加 1.82 -8.44 -4.84 -5.42 2.88 -5.62

合计 99.03 191.12 253.53 97.60 286.00 169.78

2017―2020年

增加值系数 55.02 297.84 -965.03 409.44 -986.28 -80.10

直接消耗系数 206.99 180.07 -2.70 -27.58 410.49 213.75

农村居民消费 -51.61 -25.12 -0.86 -16.90 63.71 -69.10

城镇居民消费 32.00 36.72 22.32 24.08 134.94 -118.08

政府消费 122.78 22.69 20.70 11.66 123.37 37.22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48.17 -53.06 -29.76 -25.39 44.55 -58.63

存货增加 84.40 -1.92 -4.24 -1.02 129.81 -13.22

合计 689.43 457.21 -959.57 374.31 -79.41 -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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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消耗系数是增加值转移下降的主要原因，消费是

引起增加值上升的主导因素，其中以城镇居民消费

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主。

3 讨论

区域分工理论认为，区域间经济联系本质上体

现为基于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的空间专业化分工，

不同地区在全球或区域价值链中承担不同环节，从

而形成生产要素与价值的空间再分配格局。在这一

过程中，部分地区侧重资源供给与生产环节，而部

分地区侧重加工制造与服务环节，从而形成增加值

与环境负担在空间上的再分配 [29]。因此，隐含碳与

增加值的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分工格局

及其不均衡特征。

本研究通过双维度耦合发现，2012—2020 年流

域内隐含碳与增加值的流动格局并非同步演化，而

是呈现出错位汇聚的特征。虽然不同阶段隐含碳与

增加值的流动路径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均向中游地

区汇聚。然而，上游地区却一直处于隐含碳输出不

断增大、增加值流入相对减少的背离状态。这种现

象反映出上游省份在保障流域能源安全与基础材料

供应的同时，环境承载压力持续加剧，却在价值链

分配中被边缘化。中游地区虽通过产业集聚获得了

经济增长，但由于未能充分承担其对应的环境成本

责任，缺乏推动技术升级的倒逼压力，未来可能面

临较大的转型困难。从区域分工视角看，这种错位

汇聚反映出流域内部基于资源禀赋形成的纵向分工

格局，上游承担资源与能源供给功能，中游承接加

工制造与要素集聚功能，从而导致隐含碳与增加值

在空间上的非对称分布。

研究发现碳—值比是衡量空间错配程度的核

心指标。山西与宁夏作为典型的能源富集区，表

现为“高隐含碳输出、低增加值输入”，其碳—值

比长期高于流域平均水平，陷入了高碳锁定的路

径依赖，反映了资源输出省份在生态责任与经济

困境间的剧烈矛盾。相较之下，四川与山东由于

服务业及制造业附加值较高，呈现出隐含碳输入

与增加值输出的态势，体现了较强的价值创造能

力。青海则因本地产业链短，呈现出隐含碳与增加

值双重净输入的特征，暴露出其对外部供给的高度 
依赖。

在驱动力层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各阶段最

核心的驱动因素，尤其在 2012—2015 年对增加值

上升的贡献最显著，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投资

仍是拉动流域规模扩张的主要方式。抑制因素方面

呈现出由技术降耗向效率提升转变的特征。在隐含

碳层面，2012—2015 年主要受碳系数降低的抑制，

这反映出能效管控初见成效；2015—2017 年转向受

直接消耗系数下降的抑制，这反映资源利用效率的

系统性提升。在增加值层面，前期增加值系数的抑

制作用暴露了流域内资源配置低效、产业附加值低

的短板，后期随技术进步降低了中间投入依赖，直

接消耗系数成为主要抑制因子，反映出经济发展质

量正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特别是在 2017—2020 年，

受减污降碳政策与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流动规模

增速放缓，为未来实现隐含碳—增加值协同治理提

供了政策转型的窗口期。

与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区的相关研究对比，

无论是长江经济带还是京津冀地区，均表现出中心

城市或核心产业集聚区在增加值获取方面占据优

势，而资源型或外围地区则更多承担隐含碳输出功

能，这反映出区域分工体系下价值向核心集聚、环

境负担向外围转移的普遍特征 [30-32]。然而，与上述

区域相比，黄河流域的资源型特征更为显著，隐含

碳—增加值错配问题更为突出。此外，相较于长江

经济带以高技术制造与现代服务业驱动的高附加值

分工模式，以及京津冀依托核心城市带动的创新与

服务导向分工格局，黄河流域整体仍处于以传统能

源与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区域间产业梯度与技

术溢价差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隐含碳与

增加值流动的不对称性。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利用 MRIO 模型揭示了 2012—2020 年黄

河流域隐含碳与增加值在时空演进过程中基于消费

贸易流动的新特征，并结合 SDA-LMDI 法技术识

别其关键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宁夏、内蒙古和山西持续表现为隐含碳净

输出，四川、青海、河南和陕西则始终为隐含碳的

净输入省份。四川和山东作为主要输出省份持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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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内其他地区输送增加值，而青海和山西则始终

为增加值的净输入地区。

（2）在隐含碳方面，电力与热力生产是主导转

移路径，内蒙古凭借资源优势成为主要输出地区。

增加值方面，区域间以装备制造、建筑业及服务业

为主要载体。2012—2020 年，宁夏、内蒙古和山西

碳—值比长期高于流域平均水平，流域内各个省份

碳—值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3）2012—2020 年的三个时间段中，隐含碳流

动增加前期是因为消费需求的扩张，其中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贡献最高，到后期转变为直接消耗系数的

上升。抑制因素从碳系数降低转为直接消耗系数下

降再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下降。增加值流动的增

长前期是因为消费需求的扩张，后期则是技术提升

带来的增加值系数上升，抑制因素从增加值系数转

为直接消耗系数。

4.2 政策启示

（1）针对区域间隐含碳与增加值错汇的矛盾，

上游地区承担主要隐含碳输出责任，而在价值链分

配中相对处于劣势。因此，应基于区域分工格局，

建立跨区域隐含碳责任核算体系，按照生产者—消

费者共担原则划分碳责任，并据此构建生态补偿机

制。重点由隐含碳净输入地区向净输出地区进行补

偿，推动环境成本在区域间的合理分担，同时通过

专项资金支持上游地区绿色转型与产业链延伸，缓

解资源型地区的路径依赖问题。

（2）不同省份在碳—值比上存在差异，反映出

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非均衡特征。因此，应依据

区域功能定位实施分类治理：上游地区重点约束高

耗能产业扩张，推动能源结构清洁化与资源深加

工；中游地区强化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碳排放约束，

推动建设低碳园区并提升技术水平；下游地区侧重

绿色供应链建设与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同时，应建

立跨区域协同减排机制与隐含碳流动监测体系，加

强区域间碳责任的统筹协调。

（3）固定资本投入与技术效率变化是影响隐含

碳与增加值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表明经济增长方

式正在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基于此，应将

隐含碳转移与隐含碳—增加值协同水平纳入区域绩

效考核体系，构建减碳质量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评价

指标，并定期发布区域隐含碳流动与碳—值比评估

结果。同时，将考核结果与财政转移支付及绿色发

展资金分配挂钩，通过正向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导地

方政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低碳转型。

4.3 研究局限性

样本选择上，受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编制周期及

数据可得性约束，最新数据仅更新至 2020 年，因

此在反映“双碳”目标提出后能源结构调整的连续

变化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未来随着数据库的进一

步更新及更多年份数据的发布，可在后续研究中对

样本进行扩展与补充，以提升结果的时序刻画能

力。本文通过跨期多年份数据，从较长时间尺度上

分析黄河流域隐含碳与增加值的流动特征，以弥补

当前数据条件下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陈红敏 . 包含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的产业部门隐含碳研究 [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 2009, 19(3): 25-30. 

[2] 简冠群 ,任淑瑜 .生态保护补偿政策能否促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来自黄河流域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J].中国环境管
理 ,2024,16(2):92-102.

[3] 滕堂伟 , 谌丹华 , 胡森林 . 黄河流域空气污染的空间格局演
化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 2021, 41(10): 1852-1861. 

[4] 马明娟 , 殷文琦 , 吴亚齐 , 等 . 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全要素
碳生产率时空演化研究 [J]. 人民黄河 , 2024, 46(1): 12-18. 

[5] 郭燕玲 , 李鑫 , 颜永民 , 等 . 基于排放因子法的超高层建筑物
化阶段碳排放核算研究 [J]. 建筑科学 , 2025, 41(10): 35-45. 

[6] TENG Y, LI C Z, SHEN G Q P, et al. The impact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database selection on embodied carbon 

estimation of buildings[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23, 

243: 110648. 

[7] ZHAO Y Y, WU L Y, SHI B J, et 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manufacturing trad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effects[J]. Energy, 

2026, 342: 139619. 

[8] 罗明 , 郑锐豪 , 范如国 .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贸易隐含碳
网络及其动态演化机制 [J]. 生态经济 , 2026, 42(2): 108-115. 

[9] 刘慧文 , 刘学 , 陈甄妮 . 复杂网络视角下中国省际贸易隐
含碳排放及区域公平研究 [J]. 生态经济 , 2025, 41(12):  

22-30. 

[10] CHEN P, WANG H W, GUO M X, et 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regional embodied carbon flow and driving 

factors―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J]. Sustainability, 



·136·

 中国环境管理 第 18卷第 3期（2026 年 6月）�

2022, 14(17): 11109. 

[11] SUN X J, ZHANG X C. Assessmen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evidence from 2005 to 2021 in Northeast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4, 16(13): 5681. 

[12] TAN S Q, YAO L M, XU Z W, et al. Deciphering drivers and 

pathway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 an extended LMDI decomposition and policy-

scenario analysis[J].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26, 64: 

102092. 

[13] PAN X F, WANG Y Q, SHEN Z Y, et 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G7 countries’ 
exports: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2, 372: 133800. 

[14] 张晴 . 基于 SDA的华北地区碳排放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J]. 

生产力研究 , 2022(12): 49-52, 73. 

[15] JU H R, ZENG G T, ZHANG S R. Inter-provincial flow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footprint in 

China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24, 105: 107419. 

[16] WANG G F, GUO Q Y, ZHOU X S, et al.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embodied carbon transfer in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3, 30(1): 2315-2328. 

[17] YANG D W, GUO R F, O’CONNOR P, et al. Embodied 

carbon transfers and employment-economic spillover 

effects i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trade[J].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3, 11: 1088997. 

[18] 曲越 , 钟四萍 , 秦晓钰 , 等 . 自由贸易协定深化与出口贸
易隐含碳排放 [J].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 

2026(1): 1-22. 

[19] 王文治 ,胡雍 ,张晓宇 .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分配方法比较
与碳补偿设计 [J].资源科学 ,2023,45(10):1913-1930.

[20] CHEN W D, MENG Y. Intercity carbon compensation 

m e c h a n i s m  b a s e d  o n  v a l u e - a d d e d  c a p t u r e d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4, 371: 123091. 

[21] MA Z, MAO T, MA W J, et al. The green trade benefits and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J]. Research in Cold and Arid 

Regions, 2025, 17(1): 55-64. 

[22] 袁晓玲 ,金中国 ,李朝鹏 .中国实现碳中和 :进程评估与实
践困境 [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24(4):90-

106.

[23] 黄娟 , 朱梦宵 , 呼万丽 .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隐含碳排
放的影响⸺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 [J]. 中国人口 ·资
源与环境 , 2025, 35(12): 73-84. 

[24] XI H H, LIU X D, DING X, et al. Incorporating embodied carbon 

transfer and sequestration service flows into regional carbon 

neutrality assessment in China[J].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2024, 51: 432-444. 

[25] 孙燕芳 , 张园园 , 赵怡 . 黄河流域城市群碳排放效率空间关
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 2025, 45(7): 77-

84, 107. 

[26] MA Z, KANG Y X, MA W J, et al. The fairness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 a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4, 31(46): 57065-57080. 

[27] 项东 ,姜越 ,李楠 .高质量发展、绿色技术创新与碳
排放⸺基于黄河国家战略的研究 [J]. 中国环境管
理 ,2025,17(3):14-26.

[28] 宋文明 , 汤淑娟 , 邹嘉龄 , 等 . 中国南北差距扩大背景下
区域间隐含碳和增加值流动 [J]. 资源科学 , 2024, 46(11): 

2163-2177. 

[29] 余东华 , 陈海谦 , 谭梦瑶 . 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新质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分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 2025, 45(3): 1-14. 

[30] DU H B, LIU H W, ZHANG Z K. The unequal exchange of 

air pollu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s embodied in Beijing-

Tianjin-Hebei’s consump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2, 195: 107394. 

[31] 邓淇中 , 王振玉 . 长江经济带市域绿色低碳转型水平变化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 2025, 45(11): 223-233. 

[32] 邢会 , 安鹏钊 , 李元杰 , 等 . 京津冀区域间贸易隐含碳测算
及产业转移贡献度分析 [J]. 环境科学与技术 , 2025, 48(8): 

213-224. 

（下转 11 页）



·11·

�   张瑾等，我国城市节能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瓶颈：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    中国环境管理 第 18卷第 3期（2026 年 6月）�

Structural Constraints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ZHANG Jin1, DONG Zhanfeng2*, LIU Shoulin3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y,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2.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olicy,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s crucial for China’s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urrent research lacks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bottlenecks 
hind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e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cosystems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o innovatively construct a “Three Dimensions and Six Capabilities”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model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The model comprises three 
dimensions (foundational performance, core drivers, and system structure) and six core capabilities (guarantee power, benefiting power, 
driving power, expansion power, cohesion power, and leading power).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Xuchang City, a representative emerging 
industrial cluster, using micro-level survey data from 39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Xuchang has made progress in innovation 
input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its industry faces multipl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most firms are small-scale with weak profitability, 
innovation activities are inadequately linked to market expansion,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remains loose, and the industry’s own gree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is unev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Qinhuangdao, Dezhou, and Changsha 
further reveals three common structural bottlenecks: ①decoupling between innovation drive and market expansion,② fragmente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weak cluster synergy, and ③ lagg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industry itself.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building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driven by market demand, cultivating “chain-leading” enterprises to 
enhance industrial cohesion, deepening cluster governance, and improving tailored financial and governance support systems to strengthen 
the industry’s foundational resilience and green leadership.
Keywo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c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se study

Characteristic and Driving Factors of Embodied Carbon and Value-
Added Flow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ZHANG Feng, GAO Yalu*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12, China)

Abstract: Controlling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advancing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ut also an important lever for promoting systematic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nationwide. 
Based on a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RIO) model,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terregional flow patterns of embodied carbon and value 
added across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2 to 2020. It further employs the SDA-LMDI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driving mechanisms, and introduces a carbon–value ratio to assess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lows of embodied carbon and value added exhibit a pronounced mismatched convergence pattern, with an overall concent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The upper reaches show a long-term asymmetric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high embodied carbon outflows and low value-
added gains, with embodied carbon outflows increased from 165,000 tons in 2012 to 420,000 tons in 2020,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of 
154.5%. The transfer pathways of embodied carbon exhibit a clear sectoral concentration, primarily in the electricity and heat production 
sector and ener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expansion of consumption demand is the primary driver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both embodied carbon and value added, among which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makes the most prominent contribution, reaching up to 
65,000 tons. Meanwhile, the dominant inhibiting factors shift from the carbon coefficient and value-added coefficient in the earlier stage to 
direct consumption coefficien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s a clear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economic benefits, 
calling for accelerated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carbon-sharing mechanisms.
Key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embodied carbon; value added; flow patterns; driv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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